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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研究方法论领域，目前是混合研究在引

领第三次方法论运动，[1]而质性研究方法则属于第二

次方法论运动的主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带动了对

量化研究方法的反思。但是从中国大陆研究传统和

沿革来看，质性研究仍然算是一种新兴的范式，逐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但也引发了不少讨论

和质疑。[2]一方面是质性研究本身所带来的范式变

革，对于习惯于传统思辨(定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范式

的研究者而言，这是情有可原的，需要一个逐步理

解、思考再到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于

质性研究方法规范本身仍存在不同的声音，而一些

名为质性研究论文也存在着规范性、科学性的问题，

更加混淆了大家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因此本文基于

对质性研究方法领域的重要文献为基础，期以厘清

其中的规范性问题，并对有关质性研究的误解或者

存疑进行澄清和回应。

一、质性研究的范式属性

有关质性研究属性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止过，关

键原因在于质性研究这个“大树”有太多枝杈，[3]因

此，不少学者试图从与量化研究的差异角度来思考质

性研究的属性，名其为“非量化”(non-quantitative)。
哈默斯利(Hammersley)就提出质性研究在以下四个

特征上与量化研究不同：使用文字而非数字；关注意

义而非行为；从数据中推导出假设；个案研究。但这

种简单比较未能厘清质性研究的特质。[4]希尔费曼

(Silverman)就此逐条提出不同意见：一是量化研究同

样会使用文字，而质性研究也不排斥数字；二是量化

研究通过测量工具来了解意义，而质性研究同样在

观察中关注人类行为；三是质性研究也逐渐强调从

假设中开始探究；四是质性研究能够透过个案研究

来形成普适性的推论。[5]

所以更为可行的方式可能是从质性研究概念内

涵本身，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去辨析其特

质。在2011年版的《SAGE质性研究手册》中对质性

研究概念做出如下界定：“质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

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境性活动。它由一系列旨

在让世界外显化的解释性、物化性实践活动所组

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

一系列的表征，包括田野笔记、访谈、谈话、照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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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或自我的备忘录。在这一层面上，质性研究包含

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

味着质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

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

来解释现象。”[6]与其他对于质性研究概念的界定比

照，[7][8][9]其中有四个关键词尤为重要：脉络性(Context)、
意义性 (Meaning)、诠释性 (Interpretation)和主体性

(Subjectivity)，而这四个关键词以可作为质性研究范

式的四个关键特质。

首先是脉络性。质性研究强调事物并非孤立存

在的，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情境脉络中的，这一情

境脉络包括时间、空间、历史、文化、政治、社群、人际

等诸多元素，事物是在情境中与其他事物联系之中

而具有意义。或者按照韦伯(Weber)的看法，人正是

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的生物，[10]而人

类学家格尔兹(Geertz)则把这种意义网络称之为“文

化”。[11]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看来，社会学就是对社

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的科学，在社会行动中，个体

在赋予行动以意义的过程中总是将他者行为纳入考

虑，换句话说，社会行动就是“行动个体考虑到他人

行为，将自己行为指向他人的行为过程，并对行为赋

予主观意义”。 [12]正是因为社会世界中种种现象的

文化承载、个体行动的他者取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

者寻找到不同于量化研究的质性研究取向——不是

试图将复杂现象简化为若干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

基于整体观或历史观去看待社会现象。[13]

其次是意义性。在质性研究者看来，意义性是

与脉络性紧密联系的，任何社会事物是在特定脉络

中获得其意义的，离开这一脉络，其意义就会受损、

失去，也就无法被理解。例如交通红绿灯如果脱离

现代社会、路口场景、民众认可，其所代表的“停止”

和“通行”的意义就会失去。在泰勒(Taylor)看来，事

物“只有在场域中具有意义，即是说，是在与其他事

物意义的关系中具有意义”。 [14]而意义本身则正是

质性研究试图去探索、理解和解释的对象，质性研究

者要透过对社会文化脉络中的诸多人造物、人类行

为、社会现象的考察，把握它们背后的意义。早期人

类学家都是试图在做这样工作，去考察和理解原始

部落人群所创造符号、标志、仪式、制度等背后的意

义，而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化中不再存在的现象

(诸如：巫术治病、夸富宴等)。或者正如布鲁纳所指

出：“虽然意义是‘在心灵里’，但意义的根源和重要

性却来自文化，因为它确实是在文化里创制出来的。

意义的这种置身在文化事态之中的性质正是它之保

证可以商议、可以沟通的道理。”[15]人类文明何以能

传承数千年，正是这种意义的公共性或言文化的公

共性，也因为这种公共意义的存在，让质性研究得以

能获得可供研究的对象。换言之，质性研究的真正

对象并非是红绿灯、某一村庄或某一社会现象，而是

其背后的意义①。

再者是诠释性。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

中言及人类学写作就是诠释：“要人们关注一个民族

志记述的理由，不在于作者能够从遥远地区捕捉原

始事实，然后像面具或雕刻那样把它们带回家，而在

于他能够从何种程度上澄清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什

么，从而减少出自未知背景的未知行为自然会造成

的疑惑——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16]质性研究并不

是把研究对象的话语、行为、文本原封不动地搬到读

者面前，因为这些内容往往是琐碎且缺乏条理、甚至

是相互矛盾的，质性研究者需要从中剥茧抽丝，拼凑

出一个新的图景、新的故事，提供给读者。邓津等

(Denzin & Ryan)借用 Bateson 的话提出这样一个论

断：“所有质性研究者都是哲人——皆认为，从普遍

意义上来说所有人类都是为更高级抽象原理所引导

的。”[17]研究者则是要去探索“组织社会世界的普遍

原则”。[18]虽然，不同质性研究者对“普遍原则”持有

不同意见，但对于追求具解释力的理论则基本达成

共识，希望能够基于所收集的资料，在归纳、整理、分

析中提炼出具有概括性和抽象力的理论，进入对现

象的比较“实质性”分析的层面。[19]

最后是主体性。这一主体性首先是关乎研究者

本人的，虽然早期人类学传统强调研究者的旁观和

客观描述，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田野日

记所展示出来的，研究者作为一个人，其并不能完全

客观地去记录事实。后来的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

逐渐认可到研究者主体性的存在，并进而强调这一

主体性的不可或缺[20]。其次则是对研究对象主体性

的尊重。在质性研究者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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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与人相关的，无论何种社会现象、人造物或者社

会行动，都是由人(行动者)来赋予意义的，在舒茨

(Schultz)的眼中，这个世界本身是包含“多重真实”，

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话语、行为本身都已然包含着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被诠释过的事

实”[21]。而最后，主体性在质性研究过程中转型为

“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即质性研究过程就

是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中行动者主体之间的互动

建构，研究者是在自身经验世界的参与下通过与行

动者(及其经验世界)的对话、协商②，而实现视域的融

合以达成理解。[22][23][24]

不难看出，上述的脉络性、意义性、诠释性和主

体性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了质性研究者在对一

切存在最终本质属性的本体论主张，以及在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立场。换句话说，在质性研究者看来：人

类是生活在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脉络之上的，研究

者要探究和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必须要将其

放置在这个意义脉络之中，并与身在其中的人不断

地进行着互动、理解和建构，最终形成研究者对这一

行为和现象的可靠且令人信服的诠释。正如格尔兹

所言：“文化的分析是(或应当是)意义的推测，对这个

推测进行评估，从较好的推测引出解释性的结论；它

不是发现意义的大陆，不是绘制它的无形的景观。”[25]

然而在目前国内不少质性研究的讨论或成文的

质性研究作品中，或多或少对于质性研究存在一定

程度的误解或误用，这当然与质性研究方法本身尚

存在很多争议性有关系，但也反映出我们对质性研

究方法论本身尚思考不够。亟待加以厘清。

二、质性研究不只是工具手段

我们常常会这么说：研究方法只是工具。其实

如此表述是相对研究问题而言，强调的是要根据研

究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但这可能就造成不少研究

者的误解，以为研究方法本身并无属性差异，而只是

一种工具。实际上，袁方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

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研究方法涉及三个层面：

一是方法论层面，其中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原则、

研究逻辑等；二是研究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

程序与操作方式；三是具体的技术与工具手段等。

同理，质性研究亦包括这三个层面：在方法论层面，

质性研究主要有三类，包括修正过的实证主义、对

话/辩证的方法论、阐释/辩证的方法论 [26]；在研究方

式层面，质性研究有诸多类型，如民族志、常人方法

学、口述史等③；在具体工具技术层面，质性研究主要

的方法工具为访谈、参与式观察、实物收集等。但由

于质性研究存在这三类层次，往往让研究者无所适

从，故常常以工具技术的形式来判定自己的研究为

质性研究，而不考虑前两个基础性层面，更遑论对质

性研究范式本质的考量了。

误解一：质性研究就是研究者(主体)通过访谈、

观察等工具从研究对象(客体)获取资料的过程。这

类主客体二元式资料获取，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实证

主义范式，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或面具而已④。试想，

如果访谈者拿着一份结构化问卷对被访者进行访

谈，请其从预定好的备选答案中进行选择，那这究竟

是访谈还是问卷调查呢？实际上，这只是通过口头

询问进行的问卷调查。当然，还有一类是访谈者根

据访谈提纲对被访者进行询问，由被访者进行开放

式作答，但这种方式仍旧可能是一种变相式问卷调

查，只是变成了开放式问卷调查。那么问题来了，我

们如何来判断这类访谈形式是否属于质性研究呢？

这就要回到质性研究所强调的主体间性范式属性，

其非主客体二元的，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并非如自

然现象就待在那儿等着被我们研究、发现。套用俗

语“人是善变的动物”，甚至在访谈中，访谈对象也会

根据提问者的问题、表情、语气做出不同的回答，甚

至同样的问题由不同的访谈者提出，受访者的回答

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质性研究中访谈或观察，

都需要研究者进入到现场，与研究对象建立双向的

互动关系。例如，在访谈中，访谈者不能照着访谈提

纲来念问题，而是应当在积极倾听受访者的回答，需

要适时调整访谈提纲顺序和内容，并从中发现新的

“敏感点”进行追问，研究者甚至可以根据前面访谈

结果整体修改访谈提纲。

而且，在质性研究中尤为强调深度访谈和长期

参与式观察，其目的就是在于要在研究者和研究对

象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两个主体通过平等的对话共

同建构起“现实”。因此，质性研究中所考察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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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非是受访者个体的建构，而是与研究者一起建

构起来，研究者需要通过持续对话，从中把握本土概

念。因此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并不只是一种

形式上的体现，而是运用这些工具的研究者本身范

式立场是否合乎质性研究。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研

讨会，有一位学者就提出访谈超过1个小时就是深度

访谈。这种对于深度访谈的形式化理解完全是违背

质性研究的范式和精神的，深度访谈一定是建立在

双方信任关系上，而不是访谈时间的长短。

三、质性研究并非经验思辨

与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主要依靠文字型数

据来支持研究结论，其成文形式与一般经验总结或

传统思辨研究较为近似。而且因为翻译的问题以及

国内研究用语传统，质性研究常常与定性研究混淆

在一起，但从定性研究的传统意义上来看，其“主要

用思辨的方式对研究现象进行解释，不要求研究者

自己进入实地开展实证研究并提供一手资料”。 [27]

这类思辨的方法主要是在概念、命题层面进行的逻

辑演绎推理，其是以研究者的直观经验为出发点的，

但又是超越具体的、可直接验证的对象来考察事物

属性。[28][29]严格意义上说，以逻辑演绎推理为核心的

思辨研究与质性研究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后者强调

研究者进入田野获得一手资料，而前者则可以完全

脱离实际情境而进行纯逻辑层面的推理，因此二者

较容易区别开来。但是从目前出版的不少“定性研

究”论文来看，它又非绝对的思辨研究，其中常常会

夹杂着研究者的个人经验、日常观察，以及对他人的

了解所得。而且这些观察或者了解所获得的资料，

旨在支持和证实研究者所做思考或推论。这类“定

性研究”与质性研究在形式上有很多的相似性，例如

关注直观经验、文字化表达(非数字化表达)、关注解

释等。然而这种相似性确实带来不少混淆：

误解二：质性研究就是基于他人经验或个体经

验的总结或推演。随着实证研究方法论本身的发展

和完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都愈加关注研究的信

效度/可靠性，并期以发现/建构可靠的知识。从这个

意义上说，质性研究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对个体经验

的总结或逻辑演绎。首先，质性研究虽然都是基于

个案的，且使用非概率性抽样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

着其抽样是随意而为的。质性研究在选择样本时，

非常重视饱和度，即强调“每一个个案都对手头上问

题提供越来越细节的理解……每一个新个案都会带

来一点新的或令人惊讶的信息”[30]。因此质性研究者

并不是随意挑选个案的，而是要为探索研究问题寻找

到足够多的数据资料。甚至有学者还建议采用波普

尔的“证伪法”策略，试图去找各种反例来证伪研究者

所提出的理论解释，从而不断修正理论解释。[31]

其次，质性研究虽然强调“研究者作为工具”，但

并不意味着放任主观性的影响。无论是前人理论

抑或个人既有之见，质性研究都主张要加以“悬

置”和“反思”，正如格尔兹明确指出：要尽力抑制

主观主义，“我对这样的观点从来不敢苟同……那

就好想说：既然不可能有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那么

我们也可以在臭水沟里做手术”。[32]因此，邓津和林

肯(Denzin & Lincoln)主张“效度作为具有反身性的解

释”(validity as reflexive accounting)，研究者应开诚布

公地公开自己的预设、田野中的权力关系、自身潜在

的认识论等，并开放同侪评价。[33]

再次，质性研究虽然强调尊重个体经验及其主

体性，但是对于从个案进行推论是持不同观点的。

例如，我们通过访谈某地区教师了解他们在实施课

程改革中，即便有十位、二十位老师表示教材内容扩

充带来的压力最大，研究者并不能将此推导位整个

教师队伍所面临的压力。因为这种非概率性抽样方

式本身就决定着其无法代表整体，也无法推论出整

体的特征。质性研究所秉持的外推逻辑是一种“分

析扩大化”原则，是从个案中挖掘其多元变量之间的

复杂关系。[34]宋萑的研究就通过对比四个学校的个

案，提出教师在实施课程改革中存在着赋权—问

责—增能的三角角力，个案学校的教师所感受到教

材内容扩充的压力实际上是因为中赋权与高问责、

低增能的不平衡所带来。[35]

四、质性研究不是资料归纳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有调查研究的传统，特别是

在政策领域常常通过座谈会的形式了解不同群体的

意见、建议，最终汇总、归纳成为咨询建议。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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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收集资料的主要途径也与此类似，资料的形式

也是文本性，所以有些研究者就采用传统总结提炼

的方式进行资料分析，于是就产生了第三种误解。

误解三：质性资料分析就是资料的总结、归纳与

提炼。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一样，是有严格的资料

分析手段，并最终提出有效的理论解释。这类将质

性资料分析等同于资料总结，实际上未能把握质性

研究注重脉络性的要求，或言优势。如果我们对比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是通过大样本数据，

透过数字性的归纳来考察整体状况，并寻求变量之

间的普遍关系，但考虑到效度问题，其一般所涉及的

变量不会太多；但质性研究是对小样本进行深入的

分析，充分考虑样本中所处脉络中的种种变量，形成

一个复杂性的图景来呈现。因此，对小样本脉络中

丰富性把握是质性研究的优势，也是生命线所在，但

如果只是访谈若干个样本，将他们的话语进行归纳，

必然就脱离每个样本所身处的环境，汇总的只会是干

巴巴的失去活力的“概念”话语。例如，央视曾经做过

一个有关“你幸福吗”的调查，记者随机在街头采访各

种人员，询问他们对于幸福的界定。如果我们只是把

不同人的意见汇总一下，大家不外乎都会谈及家庭、

工作、生活所获得的幸福，实际上都是脱离了个体来

谈，那这和用开放式问卷进行的调查并没有区别。因

为质性研究调查成本高，难以获得大规模样本，无法

做到问卷调查研究所要求的抽样代表性，如果我们

的质性研究只能做到对少数样本进行的总结归纳，

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肯定会受到质疑。换言之，脱

离脉络就会让质性研究失去丰满、失去张力。

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质性研究只是

研究者拿着既定的提纲去询问受访者的意见，再汇

总概括，那如何体现研究者的价值呢？质性研究不

能变成受访者话语的搬运工，更不能拿着一个研究

问题让受访者来给答案，是需要研究者从受访者话

语、行动和所处环境中剥茧抽丝，提出有解释力的结

论。这一点在传统人类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地人对事件只是做出第一层级的解释，而人类学

者是要给出第二、第三层级的解释。因此人类学者

不只是要呈现北美印第安人如何讲述“猞狸与郊狼

的神话”，而且要进而分析其背后“二元思维”[36]；也

不只是恩丹布人如何说明仪式的过程或言“恩丹布

人内部的观念”，而且要进而发掘其中的结构—反结

构、阈限—交融。[37]

五、质性研究可靠性评估不宜用量化标准

近年来由于像Nvivo之类质性资料分析软件的

盛行，用数字形式来呈现质性资料的编码及其所占比

例成为某种流行，似乎质性研究披上了“数字、编码者

一致性分析、效度、统计分析”等外衣之后，而就此变

得“客观”“可靠”了。于是就出现了第四种误解：

误解四：质性研究需要用传统信度、效度来检验

其可靠性。实际上，这种将质性研究加以“科学化”

的企图一直都有，邓津曾梳理了从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到美国教育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等一系列将

质性研究加以科学化的尝试，试图用某种软定量标

准(soft quantitative grid)来保证质性研究的可靠性：例

如把质性研究变成一种数据采集技术，或者要求“任

何一个资深研究者如果拿到同样一份相关数据都可

以得出相同的结论”。[38]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质性研究资料分析或成文

中，可以采用数字及进行统计分析。例如，希尔费曼

就提出可以利用表格和计数来揭示趋势，并指出可

以通过编码者一致性系数来提升质性研究数据分析

的信度。但是正如希尔费曼自己也指出得：“为了计

数而计数通常是错误的。如果以列表方式呈现的类

别背后没有理论基础，那么计数只会带来虚假效

度。”[39]而所谓的“编码者一致性系数”只能从一定程

度上解决资料分析中主观性的影响，但无论对于资

料收集过程本身研究者的参与建构，还是对于不同

编码者可能来自同一背景所造成的集体主观性，其

实际效果并不会太大，只是给读者一种“看上去很

美”的假象。格拉斯纳和朗里恩在对青少年吸毒者

的民族志研究中虽然也使用计数和表格的方式来呈

现编码，但其也明确指出：“在更实证主义研究设计

中，编码者信度是通过编码者之间一致性来评估的，

但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标准化地阐释资料并

无兴趣”，其设计编码表格系统初衷只是为了更方便

查到研究对象所说的话。[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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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究其中，这种信度分析与质性研究强调

“研究者作为工具”的特质和优势背道而驰，因为只

有在田野中浸淫已久并掌握了局内人的“本土概念”

的研究者，才更有对其所收集资料分析的发言权，一

个不曾到过田野的编码者所做的分析恐怕更难以让

读者信服。因此，在质性研究中资料收集与分析不

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以一种发展性态势来实现资料

收集与分析的互动。[41]或如陈向明所说：“研究者之

所以能够理解被研究者，是因为前者在对自己与后

者的互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意义上的解

释。所以，任何收集到的资料都已经结果了研究者

视域的扫视(或者说研究者透镜的透视)，对其进行整

理和分析只不过是将这个理解进一步深化、具体化、

可操作化而已。”[42]

因此，越来越多质性研究者并不认同用一套所

谓“科学”标准来检验质性研究的成果，而且在后现

代场域中，“科学”一词本身就需要被质疑。布迪厄

就指出“支配者，技术专家还有左倾或右倾思想的实

证研究者们与理智和普遍接受的观点密不可分。人

们以客观的名义开始依赖越来越多理性的科学技术

依据。审计文化就这样做到了延续自身”。 [43]我们

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而不是将科学、数据、证据、知

识限定在实证主义这个狭窄的框框中，进而建立与

质性研究范式相匹配的质量标准/证据标准⑤。[44]亦

有学者提出五项证据标准，可以作为评估质性研究

质量所用，其包括：证据应与研究者所持认识论或视

角相一致；证据应是可观察的；证据应通过系统程序

收集到；证据应被分享和公之于众；证据应是令人信

服的。[45]而对于如何保障质性研究的可靠性，邓津给

出的建议是，他们首先应该沉浸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

生活当中，在通过努力实现对这些生活的深刻理解之

后，产生融入背景的再生产以及对对象讲述的故事的

理解。“最后的解释是多元表达的、对话性的。它建

立在对本地人的理解基础上，仅仅是清楚表达了那

些理解中隐含的东西。”和“理解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如何在有趣的个人生命中把自己普遍化的”。[46]

六、结语

虽然近年来质性研究在国内逐渐为更多学者所

接受和使用，但是在一些基本判断上存在误解，根本

原因在于将质性研究窄化为一种工具，并没有把握

其范式属性。正如古巴和林肯 (Guba & Lincoln)所
言，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最终必须在世界观的水平上

来加以解决，“方法论问题从属于范式问题，我们把

它定义为基本信仰系统或世界观，它不仅在方法的

选择方面，而且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方面为研

究者提供指导”。[47]质性研究范式对“世界本体是什

么”“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等问题是有着基本的立场

和原则的。判断一个研究是否是质性研究，使用访

谈、观察或实物收集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要具有脉络

型、意义性、诠释性和主体性才是必要条件，因为这

些特质才关乎质性研究者的世界观。

注释：

①格尔兹(1999)于此有一个很好的注解：“人类学家不研究

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做研究。”

②知道乃是一种创造：世界各种事物的组织样式“并非存

在于这个世界(the world)之中，而被发掘出来；而是经由建造，

才成为某一个世界(a world)。”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结论

是：世界是多数的，而且所有的世界都是“由其他诸多世界”

(from other worlds)制造出来的(Gebauer & Wulf，1995，p.17)。
③质性研究常常被喻为一棵大树或一把大伞(Wolcott，

1992；Van Maanen, et al.，1982)，包括生活史、传记、叙事研究、

话语分析、微观民族志都因为在基本特质上的相似，而都被归

入到质性研究方法家族之中，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单从方

式或工具技术层面来谈质性研究，往往会限于概念名称之中，

而未能彰显其最核心的元素和特质。

④按照 Cuba & Lincoln(1994)和陈向明 (2000，p.14)的分

析，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之间区别是范式层面，后者

是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而前者则是以后实证主义、批判

理论、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

⑤虽然“标准”一词本身也受到不少质性研究者的质

疑(Freeman，2007)，但是此处为了表述的清晰，仍用这一概

念，来指称用以评估质性研究所采集证据可靠性的依据或

指标。

参考文献：

[1]Tashakkori, A. & Teddlie, C. Handbook of Mixed Meth⁃
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M]. California: Sage, 2003: ix.

[2]侯龙龙 .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

商榷[J].社会学研究，2001(1)：108-115.
[3]Wolcott, H. F. Posturing in Qualitative Inquiry[A].

LeCompte, M. D., Millroy, W. L. & Preissle, J. The Handbook of

··7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8.9 教 育 学
EDUC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2: 3-52.

[4]Hammersley, M.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5] [39]Sliverman, 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A Guide
to the Principl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London: SAGE,
2011: 4, 187.

[6]Denzin, Norman K. & Yvonna S. Lincoln.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A].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
tive Research(4st ed.)[C].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2011: 3.

[7] [13]Wiersma, W.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6th ed.) [M].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1995:
211, 212.

[8]Creswell, J.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3rd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3: 15.

[9]Grbich, C.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3nd ed.)[M]. London, UK: Sage, 2013: 4.

[10] [12]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4, 4.

[11] [32]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Lon⁃
don: Fontana, 1993: 1-30, 30.

[14]Taylor, 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Man[A]. M.
Martin & L. C. McIntyr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185-186.

[15]Bruner, J. Acts of Meaning[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

[16][25][美]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王铭铭，译 .上海：上

海三联出版社，1999：18，23.
[17]Denzin, N. K & Ryan, K. 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A].

Outhwaite, W. & Turner, S. P.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C]. Los Angeles: Sage, 2007: 578-594.

[18][21]Schutz, A.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59, 5.

[19][27][42]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
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13，33,269.

[20]Jupp, V. The SAGE Dictiona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M]. London: Sage, 2006: 294.

[22]Bruner, J.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Chaiklan, S. & Lave, J.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
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Wertsch, J. V. Voices of the Mind: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ediated Actio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 [47]Guba, E. G. & Lincoln, Y. S.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A].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C].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109, 105.

[28]潘懋元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53.
[29]彭荣础 .思辨研究方法：历史、困境与前景[J].大学教

育科学，2011(10)：86-88.
[30]Small, M. L. "How Many Cases do I Need?": On Science

and the Logic of Case Selection in Field- based Research[J].
Ethnography, 2009(5): 5-38.

[31]王宁 .个案研究中的样本属性与外推逻辑[J].公共行

政评论，2008(3)：44-54.
[33]Denzin, N. K. & Lincoln, Y. 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M].London: Sage,
1998: 276.

[34]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M]. London: Sage, 2009.

[35]宋萑 .课程改革、教师赋权增能与教师专业学习共

同体——上海市四所小学的个案研究[J].教育学报，2011(3)：
63-74.

[36][法]莱维-斯特劳斯 .猞猁的故事[M].庄晨燕，刘存孝，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7][美]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

波，柳博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8]Denzin, N. K.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A].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4st ed.)[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Inc,
2011: 652.

[40]Glassner, B. & Loughlin, J. Drugs in Adolescent Worlds:
Burnouts to Straights[J]. Springer, 1987: 27.

[41]Miles, M. B. & Huberman, A. M.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M].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429.

[43]Bourdieu, P. Practical Reason[M]. Cambridge, UK: Polity,
1998.

[44]Lather, P. Foucauldian Scientificity: Rethinking the
Nexu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006
(6): 783-792.

[45]Wilson, M. Objective Measurement: Theory into Practice
[M]. Norwood: Ablex, 1994.

[46]Denzin, N. K.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M]. Newbury
Park: Sage, 1989: 120.

··7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